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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统计口径是认识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基础与根本。 不同统计口径对应不同的

迁移流动人口以及不同的样本结构。 以 “统计口径—总量结果” 为内在逻辑， 首先比

较讨论普查视角下的三种口径， 以正确认识各统计口径的含义与特点； 继而利用第五、
第六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重新估计不同统计口径下的迁移流动人口比例， 以

真正认识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整体强度， 加深对中国迁移流动人口的认识。 文章认为：
户籍口径和出生地口径作为非时期指标具有时间累积效应， 五年前常住地口径存在混

合样本属性和未包括县内迁移流动人口的低估问题等； 目前仍然没有一种口径能够合

适准确地描述中国迁移流动人口的规模与比例； 有关迁移流动人口的统计口径亟须调

整， 需要在明确调查对象、 完备登记信息的原则下强调空间范围、 时间性以及中国社

会制度背景这三个统计口径的调整标准。 同时， 文章建议应加强人口负增长条件下的

中国人口迁移流动趋势研究。
关键词： 人口迁移； 人口流动； 统计口径； 普查数据

中图分类号： Ｃ９２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４１４９ （２０２４） ０４－００３２－１３
ＤＯＩ： 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０－４１４９. ２０２４. ００. ０３１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３－１２－１３； 修订日期： ２０２４－０５－１３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关键问题研究” （２２ＪＪＤ８４０００１）。

作者简介： 周皓， 法学 （人口学） 博士，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社会学系教授， 北京大学人口迁移研究

中心主任。

如何认识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规模与强度？ 如何认识中国迁移流动人口的内部结构？ 如

何更准确地使用普查数据描述流动人口强度、 结构及其变化？ 这些问题涉及对当前乃至未来

一段时间我国人口迁移流动的基本认识与发展趋势的判断， 更关涉对人口迁移流动与社会经

济发展关系的理解与判断。 其中， 统计口径是根本， 样本结构是基础。 只有从统计口径出

发， 深刻认识不同统计口径之间的区别及各自存在的潜在问题， 真正理解各种统计口径之下

的迁移流动人口的内部结构及其差异性， 并根据不同的研究目标选择合适的分析样本， 才有

可能真正揭示迁移机制、 动因与后果， 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的人口迁移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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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以下简称 “七普”， “四普”、 “五普”、 “六普” 简称下

同） 数据表明： 户籍口径下， 我国人户分离人口规模达 ４９２７６ 万人， 其中市内人户分离规模

达 １１６９４ 万人， 跨越乡镇街道以上行政区域的流动人口规模已达 ３７５８２ 万人 （占我国总人口

的 ２６. ６２％）； 其中省际流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８. ８％［１］； 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之下 （根据长

表人口计算）， “本省其他县市区” 和 “省外” 的人口共为 ５７６１８２１ 人， 占长表合计人口

（１３１２７１２０２ 人） 的 ８. ３２％， 其中省际迁移流动人口占 ３. ９３％［２］； 出生地口径之下 （根据长

表人口计算）， 我国人口终身迁移比例 （居住在出生地 （县、 市、 区） 以外的人口占全国总

人口的比例） 为 ２２. ６０％， 其中省际终身迁移人口占 １０. ２８％［２］。 三种口径之间的差异如此

巨大， 那么到底哪个口径真正表示我国的人口迁移流动强度？
近期有许多研究关注了我国人口迁移流动的定义问题。 如朱宇等曾讨论了 “人口流动”

在测量人口迁移流动事件时的五大失效和失真问题， 并指出应扩大采用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以

便于国际比较［３］； 严善平将三种统计口径分别定义为终身迁移、 期间迁移和人户分离迁移，
并分别释明各自属性特征［４］； 丁金宏试图结合三种统计口径间接估计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

总量问题［５］。 这些研究对澄清和解释目前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状况 （总量估计与结构分析）
提供了基础。 虽然周皓曾从人口普查角度讨论了中国迁移流动人口的统计口径问题［６］， 并

指出， 五年前常住地中户口迁移人口与流动人口、 户籍口径下的流量 （在流入地居住不满

五年） 与存量 （在流入地居住五年以上） 流动人口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 但没有对官方

发布的迁移人口指标的属性特征、 局限性展开研讨［４］， 也未深入比较不同口径定义下不同

类别的迁移流动人口的结构差异。
正因统计口径事关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测量与代表性， 也事关后续的相关研究 （特别

是样本结构与因果推断） 和政策服务， 本文将首先比较与讨论中国迁移流动人口的不同统

计口径， 以正确认识各统计口径的含义与特点； 并利用 ２０００ 年以来的三次人口普查数据，
重新估计三种统计口径之下中国迁移流动人口的总体比例及各口径间的相互关系， 以真正认

识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整体强度， 加深对中国迁移流动人口的认识。

　 　 一、 中国迁移流动人口统计口径的比较

国际通用的人口迁移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统计口径一般包括出生地、 五年前常住地和最近一次

迁移［７］。 本质上， 迁移流动的统计标准是常住地是否改变。 只是在户籍制度作为社会基本

制度的中国社会情境之下， 我国的人口迁移流动概念在国际通用定义的基础上由于加入户籍

而使常住地的识别变得相对较为复杂。
按照目前国内学界的共识， 迁移人口一般系指户口登记地随居住地发生改变的人口。 当

然在研究对象同时包含迁移人口与流动人口时， 有些研究也使用迁移人口这一概念来统领，
这时需要特别注意该研究中的迁移人口是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户籍迁移人口①。 流动人口则是

户口不在本地， 但在本地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 或者是户口不在本地、 在本地居住不足半

年， 但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即对应普查中的第二、 三条款人员； 它需要符合以

·３３·

① 例如 “返迁” 一词则并非指返回原户籍登记地， 许多情况下是指返回户籍登记地的流动人口。 在中国的情境之下， 它并不
与迁移对应， 而与流动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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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三个条件： ①行政边界上， 常住地至少要跨越乡镇街道； ②时间上须在流入地居住满半年

以上； ③户口登记地未发生变化 （且不同于现住地）。
从普查角度看， 我国自 “五普” 以来， 人口迁移流动主要包括三种统计口径： 出生地、

五年前常住地和户籍登记地。 但 “五普”、 “六普”、 “七普” 之间在某些具体选项上存在一

定的差异。 其中， ①出生地口径是出生地点与现住地之间的比较， 其中的选项包括： 本县

（市、 区、 旗）、 本省其他县市和省外三个选项。 ②五年前常住地登记了五年前 “１１ 月 １ 日

常住地”， 选项包括 “１． 本县 （市、 区、 旗） ” 和 “２． 其他地区” （要求填写具体省市县

地址）。 ③最后是户籍登记地口径 （简称户籍口径）： “五普” 中， 这一口径以 “户口登记

地” 和 “最近一次来本地居住时间” 为标准； “六普” 和 “七普” 则以 “户口登记地” 和

“离开户口登记地时间” 为标准， 即： 户口登记地在 “３． 本县 （市、 区、 旗） 其他乡镇街

道” 或 “４． 其他县 （市、 区、 旗） ” （登记具体省市县）， 且离开户口登记地时间选择

“半年以上” （对应第 ３—９ 选项）； 这个定义类似于 “四普” 中 “二三款” 人， 也是目前使

用最为广泛和普遍的定义。 有关定义可参考历次普查问卷和相关文献［６］。
针对上述定义， 需要强调以下几点： ①迁移人口与流动人口这两个概念在中国情境下不

应混用。 中国情境下， 迁移人口与流动人口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户口登记地是否随居住地而改

变， 并由此导致迁移人口与流动人口存在着根本性的特征与结构差异［８］。 ② “六普” 和

“七普” 无法真正识别户口迁移人口， 这是因为 “六普” 和 “七普” 登记的是 “离开户口

登记地时间”， 而非户口迁入或来本地居住的时间。 相反， “五普” 登记了最近一次来本地

居住的时间， 从而可以将户口在本地的常住人口区分出一直居住本地和近年来迁入户口的迁

移人口［６］。 ③正因为出生地口径和五年前常住地口径无法区分迁移与流动人口， 并为简化

起见， 许多研究会以迁移人口来统一称谓这两种口径之下的迁移流动人口。 但这两个口径都

同时包含了迁移人口与流动人口， 因此， 不同研究间的比较需要注意迁移人口在研究中的定

义及研究对象。 ④相应的， 本文建议三种口径可以对应三种不同的称谓以示区分： 出生地口

径对应终身迁移人口； 五年前常住地口径对应迁移流动人口； 而户籍口径则对应流动人口。
此外， 这三种口径在时间与空间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特点， 并对迁移流动人口总量的

估计产生不同的影响。
时间方面， 出生地口径和户籍口径都具有时间累积效应， 表现为存量概念； 而五年前常

住地则是固定时间点之间的比较， 具有时期性的流量特征。 以出生地口径为例， 该口径只比

较了出生地点与现居住地之间的关系。 如对于一位 ８０ 岁老人而言， 他的迁移流动既可能是

在 ６０ 年以前， 也可能是在近几年。 因此， 出生地口径的统计结果汇集了各个历史时期的迁

移流动， 具有时间累积效应， 且带有明显的历史印记［９］。 户籍口径也类似， 流动人口可能

已在流入地居住了一辈子 （如某些无户口的老人）， 也可能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流入本地，
或者是普查前某一个较近的时间点流入本地。 因此， 户籍口径同样具有时间累积效应。 正因

如此， 周皓在讨论年龄别流动率的历史变化时将流动人口按照离开户口登记地时间区分为

“流量流动人口” （普查前五年内离开户口登记地的流动人口） 和 “存量流动人口”， 并使

用流量流动人口来表示时期性的流动人口规模及相应特征等［１０］。 区分流量与存量的意义不

仅在于它可以清楚地表示普查前某一段时期内的人口流动状况， 而且这种流量流动人口的定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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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既为后续的人口预测及相应的人口流动特征的讨论提供相对更为准确的基础数据， 也可以

解决朱宇等提出的失真与失效的多数问题①［３］。
空间方面， 跨越乡镇街道是人口迁移流动的判断标准之一。 但目前只有户籍口径可以识

别出县内跨乡镇街道、 省内县际和省际这三种地域范围的流动人口； 出生地口径和五年前常

住地口径只能识别出省内县际和省际这两类迁移流动人口。 因此， 虽然五年前常住地口径是

一个时期指标 （以五年为时间标准） （２０１５ 年 “小普查” 时还调查了 “一年前常住地” ），
有助于从时期角度了解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情况， 但需要注意该口径存在两个缺陷： 其一，
混合样本属性［６］； 其二， 忽略了在我国人口迁移流动中占据重要地位的 “县内跨乡镇” 的

迁移流动， 从而会显著低估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规模与强度。 正因为五年前常住地口径存在

这两个缺陷， 在使用时需要特别小心。 当然， 这两个缺陷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来予以弥补：
对于混合样本属性问题可以通过识别该案例的户口登记地是否与现居住地相同来解决 （但
仍然很难有效识别迁移与返迁人口）； 而后者则可以通过改变普查选项的设计来解决 （即增

加县内其他乡镇的选项）。
对迁移流动人口总规模的估计方面， 出生地口径和户籍口径由于时间累积效应而无法估

计时期的迁移流动人口规模； 虽然周皓曾提出使用 “流量流动人口” 的概念， 但它只是剔

除时间累积效应、 使户籍口径更符合时期指标的简单改进， 却未从根本上改变由于忽略了迁

移人口而导致低估的问题［１０］。 而五年前常住地口径虽然是时期指标， 却存在混合样本属性

和由于未包括县域内的迁移流动人口而导致的低估问题 （当然， 这一问题可以通过改进普

查题项与选项来解决）。 可见这三种统计口径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均无法真正有效地

估计年度性或时期性的中国人口迁移流动规模与强度。 因此， 在使用人口迁移流动概念时，
应该对这些概念及相应的研究对象有清醒的认识与辨别， 如此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中国的人口

迁移流动。 正如周皓所提出的， 普查题项最好能增加离开户口登记地后的流入地及最近一次

迁移流动时间［６］。 而最近一次迁移流动时间， 既能结合户籍口径体现中国特色， 又能有效

识别迁移人口与流动人口， 并能与国际标准相一致。

图 １　 人口普查中三种类型迁移人口的关系

由此， 三种口径之间的关系其实并非那

种纯粹的包含关系， 即出生地口径下的终身

迁移人口并非包含了其他两种口径， 即三种

口径既有相互重合部分， 又有相互区分部分

（见图 １）。 如果从结果来看 （见表 １）， ２０２０
年 “七普” 中出生地口径下的终身迁移人口

比例为 ２２. ６０％， 而户籍口径下的流动人口比

例则达到 ２６. ６２％， 显然出生地口径无法完全
包括户籍口径， 这既可能是因为出生地口径未包括县内的迁移流动人口， 同时也是因为它未

包括那些出生在本地的流动人口 （如出生在流入地的流动儿童等）， 这一点是需要修正的。

·５３·

① 当然朱宇文章中提出的第 ２ 点 “基于 ‘人户分离’ 判定的人口流动数据系统性地遗漏了首次流动后的后续迁移流动” 问
题， 事实上是三种口径的通病所在。 如五年前常住地口径只能测量得到五年前的流出地与现居住地， 亦无法了解其中的流
动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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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历次普查中三种口径下中国迁移流动人口的比例

统计口径 １９８８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２０ 年

出生地 省内 ８. ９ ８. ５６ ８. ９７ １２. ３２
省际 ６. ０ ６. ２１ ８. ０５ １０. ２８
小计 １４. ９ １４. ７７ １７. ０２ ２２. ６０

户籍 省内 － ７. ７４ １０. １４ １７. ７８
省际 － ２. ８２ ６. ４４ ８. ８４
小计 － １０. ５６ １６. ５８ ２６. ６２

五年前常住地 省内 － ７. ５３ － ４. ３９
省际 － ２. ７４ ４. ６１ ３. ９３
小计 － １０. ２７ － ８. ３２

　 　 数据来源： １９８８ 年数据引自参考文献 ［１１］； ２０２０ 年户籍口径的结果引自普查公报； 其他数据均引自普查汇总数据。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２０ 年数据分别根据 《中国 ２０００ 年人口普查资料》 长表 ７－１、 《中国 ２０１０ 年人口普查资料》 长表 ７－７ 以及
《中国人口普查年鉴 ２０２０》 长表 ７－６ 中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二、 基于不同统计口径的迁移流动人口比例重估

１. 三种口径之下中国迁移流动人口比例的重新估计

表 １ 给出了三种口径之下中国迁移流动人口比例的估计结果。 之所以给出这些估计结

果， 主要目的在于说明三种统计口径存在上述讨论中所提及的各种问题。
首先， 三种口径所得的结果之间存在量级的差别。 出生地口径和户籍口径下所得到的迁

移流动人口比例， 远高于五年前常住地口径的结果。 以 “七普” 为例， 出生地口径的比例

达 ２２. ６％， 户籍口径的比例为 ２６. ６２％； 但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下， 中国迁移流动人口的比例

仅为 ８. ３２％， 相当于每年的比例仅为 １. ６６４％， 这一比例相对而言是极低的。 而这种量级差

异是由出生地口径和户籍口径的时间累积效应引起的， 因此， 五年前常住地作为时期指标，
与这两种口径并不存在可比性。

其次， 最能体现出生地与户籍两种口径的时间累积效应的， 是历次普查中这两种口径的

结果在逐步递增。 不论是历次普查中各口径下合计的比例， 还是分省内与省际的比例， 在历

次普查中都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 如出生地口径下， 终身迁移人口的比例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４. ７７％， 上升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７. ０２％， 继而上升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２２. ６％。 户籍口径下， 流动人口

比例的提高幅度更大， 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０. ５６％提高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２６. ６２％。 虽然户籍口径下的流

动人口内部存在着替代性 （即老一批的流动人口退出流动状态的同时， 有更多新的流动人

口加入流动人口中）， 但由于是时间累积而成的存量， 因此， 其规模或比例都在不断扩大。
其实这一点也可以从年龄别流动率的变动中得以发现［１０］。

再次， 某种意义上， 到目前为止， 中国人口仍然具有相对的凝固性［９，１２］。 按照出生地口

径， 仅有 ２２. ６％的人离开了出生地而成为终身迁移人口； 按照户籍口径， 也仅有 ２６％左右

的人处于流动状态。 这种状况说明绝大部分人口并未离开过本乡镇街道 （当然其中有一部

分可能是流出或迁出后的重新返回的返迁人口）。 但无论如何， 这一比例相对而言仍然是较

低的， 而且上述两个比例均为时间累积结果。 从户籍口径下流量流动人口平均每年的流动率

来看， 全国平均每年的流动率仅在 １％左右。 同时， 如果从分省的角度来看， 如浙江、 广东

等省份的终身迁出人口比例极低 （如广东的终身迁出比例仅为 １. ６％） ［９］， 极低的终身迁移

比例表明这些省份的人口相对更具凝固性。 因此， 虽然人户分离人口规模和流动人口规模都

在不断增加， 有学者认为迁移时代到来， 但从根本上讲， 中国人口的迁移率相对仍然是较低

·６３·



周　 皓： 中国迁移流动人口统计口径比较

的， 中国人口仍然具有相对凝固性。
最后， 虽然从出生地和户籍两种口径看， 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２０ 年间， 省际迁移流

动人口的比例在不断提高； 但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下， ２０２０ 年 “七普” 的这一比例仅为

３. ９３％ （ “七普” 中对应的为 ５１６０２１２ 人 ／ １３１２７１２０２ 人）， 低于 ２０１０ 年 “六普” 的 ４. ６１％
（省际迁移流动人口为 ５５２２７９８ 人 ／长表总人口为 １１９８９３２２３ 人）。 显然， 由于五年前常住地

为省外的人口规模的下降， 以及总人口的增加， 导致五年前常住地的总迁移率呈下降趋势。
但除了人口规模减小外， 其背后还有年龄结构的影响： 由于长期处于低生育水平， 总人口的

年龄结构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 虽然年龄别迁移率 （流动率） 仍在上升 （特别是 ２０ 岁左右

的年龄别流动率在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２０ 年间快速提高） ［１０］， 但年龄别流动率相对较高的年龄段所

对应的人口规模却在持续下降， 从而使粗流动率也呈现出下降趋势。 即该比例的下降包含着

多种因素， 至少是由本身迁移流动人口规模的下降、 总人口规模的增加， 以及年龄结构的变

化这三种因素共同引起的。 这类似于出生率或死亡率的变化 （即受年龄结构的影响）。 因

此， 我们并不能仅仅根据总迁移率的下降而得到迁移强度下降的结论， 也并不能认为

“２０１５ 年作为省际迁移规模下降的拐点” ［４］。 这种趋势性的判断结论应该予以更加严谨地深

入考察。
２. 流动人口的时间累积效应

表 ２　 不同口径下各类省际迁移流动人口的比例估计 ％
流动类型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２０ 年

五年前常住地 有本地户口 １３. ７９ ６. ００ １４. ９２
无户口 ８６. ２１ ９４. ００ ８５. ０８
小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户口标准 流量 （五年内） ８１. ３２ ６８. ３６ ５８. ０５
存量 １８. ６８ ３１. ６４ ４１. ９５
小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流量流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２. ４６０８ ４. １５１３ ４. ９８９６
　 　 数据来源： 根据历次普查原始数据计算。

注： １． ２０１０ 年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下， 有本地户口的比例相对较低， 可能
的原因是无法在本地人口中区分出省内 ／ 县内户口迁移人口。 ２． ２０２０ 年流量
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按照微观数据计算的结果为 ４. ９８９６％， 按照普查汇
总资料数据计算得到的结果为 ５. １３１６２％， 两个结果略有差异。 本文中由于流
量与存量均按照 “七普” 微观数据计算， 因此， 此处以微观数据计算结
果为准。

为了体现上述流动人口的时

间累积效应， 本文还将户籍口径

下的流动人口区分为流量与存量

两个部分。 其中， 流量是指在五

年内离开户籍登记地的流动人口；
存量是指其流出时间在五年之前。

如表 ２ 所示， 流量与存量的

结构随时间发生变化， 表明其具

有时间累积效应。 ２０００ 年 “五

普” 时省际流动人口中的存量人

口仅 占 全 部 省 际 流 动 人 口 的

１８. ６８％； 到 ２０２０ 年 “七普” 存量人口的比例已达 ４１. ９５％， 即超过四成的流动人口是在五

年前离开户口登记地的。 相应地， 流量流动人口的占比却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８１. ３２％下降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５８. ０５％， 仅有六成不到的流动人口是在普查前五年内流出户口登记地的。 这个比例的

变化既说明户籍口径下的流动人口是多年累积下来的总量， 具有时间累积效应； 也说明随着

时间的推移， 存量流动人口的比例将会越来越大。 当然， 这个比例的变化可能受到普查问卷

的影响， 毕竟 “六普” 和 “七普” 中关于时间的定义是 “离开户口登记地的时间”， 而

“五普” 的相应定义则是来本地居住的时间， 因此其中有部分人可能是五年之前离开户口登

记地， 但近五年内才来本地居住。 这批人在 “五普” 中被识别为流量人口， 而在 “六普”
和 “七普” 中则被识别为存量人口， 从而可能低估了 “五普” 中的存量人口。 但至少 “六
普” 和 “七普” 在同一口径之下的比较还是能够说明存量人口比例的提高： 存量人口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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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从 ２０１０ 年 “六普” 的 ３１. ６４％增加到 “七普” 的 ４１. ９５％。
基于上述比例的变化， 有如下两点需要说明： 其一， 从根本上讲， 这涉及是从全国还是

从地方的角度去看待流动人口。 从全国角度看， 不论是在五年前还是五年之内离开户口登记

的， 都属于流动人口 （亦可识别流量与存量）； 但从地方的角度看， 虽然他可能是五年前离

开户口登记地 （但却是在外地或外省居住）， 只是在近五年内流入的人口， 但在居住时长上

却把近五年内本地的新增流量流动人口视为已在本地居住五年以上的存量流动人口。 因此，
这个统计口径对地方的统计结果可能存在影响。 其二， 不论其实际来本地居住时长， 这些离

开户口登记地五年以上的流动人口 （当然大部分可能就在一个流入地居住五年以上） 是否

真的是流动人口？ 他们的各种权益与未来去向该如何保证与安排？ 等等。 这些社会问题已经

被提出了很久， 但从根本上并未予以真正解决。 从学理上， 流量与存量概念的提出也正好可

以解决越来越多的 “流而不动” 的流动人口测量问题。
再者， ２０２０ 年 “七普” 中流量省际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４. ９９％， 相当于在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这五年间平均每年新增省际流量流动人口的比例在 １％左右， 规模约在 １３００
万左右。 如果再考虑到流动人口内部的替代循环， 则其规模可能稍微再大一些。 某种意义

上， 这种每年的省际流量流动人口比例 （及其相应的年龄别模式） 可以作为未来人口预测

中的迁移参数， 而不是以全部流动人口作为预测参数， 这一点比较重要。
同时， 这一比例比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下的省际迁移流动人口比例 （３. ９３％） 还略高一个

百分点； 按理五年前常住地口径既包括流量流动人口， 也包括流动人口未能包括的户口迁移

人口， 因此， 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之下的规模按理应该大于户籍口径下的省际流量流动人口的

规模。 这还需要再进一步讨论， 但这一结果至少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五年前常住地口径可能存

在较大的低估或者偏差， 因此， 对五年前常住地口径的使用仍然需要十分小心， 而不是扩大

使用。
除此以外， 表 ２ 还列出了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下有户口的迁移人口和无户口的流动人口各

自所占比例， 可以看到， 除 ２０１０ 年 “六普” 中有户口的迁移人口比例相对较低以外， ２０００
年 “五普” 和 ２０２０ 年 “七普” 中分别有 １３. ７９％和 １４. ９２％的人口属于户籍迁移人口。 或者

大致而言， 有将近 １５％的迁移人口。 粗略地估计， 如果按每年 １３００ 万流量流动人口计算，
则户籍迁移人口规模大致在 ２３０ 万左右 （１３００ 万∗０. １５ ／ ０. ８５）。 因此， 在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的

五年间， 我国每年平均迁移流动人口规模在 １５３０ （１３００ ＋ ２３０＝ １５３０） 万人左右。 当然， 这

只是大致的匡算， 但至少可以得到一个大概的 “时期” 流量性质的比例与规模。
３. 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下样本混合属性的再检验

周皓曾利用 “五普” 和 “六普” 数据讨论了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下样本的混合属性［６］。
本文在此基础上， 计算了 “七普” 的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与户籍口径之下的交互分析结果。

由于 ２０００ 年普查中调查的迁移时间是 “最近一次来本乡镇街道居住的时间”， 因此，
根据这个时间和 “从何地来本乡镇街道居住”， 以及户口登记状况， 可以识别出流动人口和

户口迁移人口， 特别是将户口迁移人口从本地人口中区分出来， 从而形成县内、 省内县际和

省际三种空间边界的迁移与流动人口 （见表 ３）。
五年前常住地为省内 （跨县） 的 ８９２００ 人中， 按照户籍登记地口径看， 仅有 １９９０７ 人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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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２０００ 年普查中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与户籍口径的交互分析结果 人，％

五年前常住地

户口标准

本地人口 县内迁移 县内流动
省内县际

迁移
省内县际

流动
省际迁移 省际流动 合计

数量 省内 ８３５ ２４３４８ ２８８４２ １３０６３ １９９０７ ６９６ １５０９ ８９２００
省际 １９９ １２４ ５００ ８６ ２４８ ３９８７ ２６７３５ ３１８７９
本地 １０５５８１０ ４６４ ９４６ １５０ ７８５ ８１ ７９６ １０５９０３２
合计 １０５６８４４ ２４９３６ ３０２８８ １３２９９ ２０９４０ ４７６４ ２９０４０ １１８０１１１

占比 省内 ０. ９４ ２７. ３０ ３２. ３３ １４. ６４ ２２. ３２ ０. ７８ １. ６９ １００
省际 ０. ６２ ０. ３９ １. ５７ ０. ２７ ０. ７８ １２. ５１ ８３. ８６ １００
本地 ９９. ７０ ０. ０４ ０. ０９ ０. ０１ ０. ０７ ０. ０１ ０. ０８ １００

为省内流动人口， 仅占 ２２. ３２％； 有 ２７. ３０％ （２４３４８ 人） 为县内迁移人口， ３２. ３３％ （２８８４２
人） 为县内流动人口， 两类合计占 ５９. ６３％。 即五年前常住地为省内县际的人口中， 有近

６０％的人返回到其户口所在的县内， 仅有不到 １％的人是回到原乡镇街道。 这说明， 五年前

常住地在本省其他县的人口并不是返回原户籍登记地， 而是户籍登记地所在的县域其他地

方， 很可能是县城或其他乡镇街道， 同时也验证了以往有关返迁人口的一些研究结果。
而五年前常住地为省际的 ３１８７９ 人中， 有 ２６７３５ 人 （占 ８３. ８６％） 在户籍口径下仍然是

省际流动人口， 仅有 ２. ５８％ （１９９ ＋ １２４ ＋ ５００＝ ８２３ 人） 返回到户籍登记地； 也仅有 １. ０５％
（８６ ＋ ２４８＝ ３３４ 人） 返回户籍所在省份， 其中 ０. ２７％的人是省内迁移人口 （即返回原省， 并

将户籍迁入本省其他地方）； 还有近 １２. ５１％的人则是属于省际迁移人口。 这些结果说明，
相比于五年前常住地为省内的人口而言， 省际迁移流动人口持续在省外居住的可能性相对较

大， 而返回原籍地的比例相对较低。 但这批人却是返迁人口， 在考虑迁移流动机制时是不应

该被包括在内的。
上述分析表明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下的样本中， 既包括了迁移人口， 也包括了流动人

口， 检验了其样本的混合属性。 同时该样本既包含了迁出或流出的人口， 也包括了返迁

的人口。 某种意义上， 返迁人口的估计结果有助于从宏观角度考察中国人口的返迁状况，
并回答在实际的定性访谈中得到的有关返迁后居住地安排的问题。 这一结果极富社会含

义与政策意涵。
由于 ２０１０ 年 “六普” 和 ２０２０ 年 “七普” 中关于迁移流动时间的问题被修改为离开户

口登记地的时间， 因此， 无法再有效地将迁移人口从本地人口中予以区分与识别。 本文只能

将 “六普” 与 “七普” 的交互结果按照空间范围予以分类 （见表 ４）。 其中 ２０１０ 年 “六普”
中五年前常住地为省内的人口由于是将省内与本地户籍人口合并在一起， 无法区分， 从而导

致其在户籍口径下的省内流动人口的比例相对较低。 因此， 对于 ２０１０ 年的五年前常住地口

径为省内的数据只为了表格的完整性而呈现， 仅供参考。
表 ４ 的结果同样表明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下样本的混合属性， 同时也体现了省内流动与省

际流动人口的区别。 五年前常住地为省内的人口， 以 ２０２０ 年 “七普” 为例， 仅有 ６５％的人

仍然是省内流动人口； ２８. ３５％的人则被视为本地人口， 正如表 ３ 所示， 它既包括了返回原

户口登记地的返迁人口， 也包括了户口迁移人口。 同时， 还应该注意到， 五年前常住地为省

内的、 户口标准之下被识别为省际流动人口的比例， 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１. ６９％上升到现在的

６. ７１％， 这批流动人口事实上应该是在五年前就迁入该省， 但在五年内在该省内部进行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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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这一比例的提高， 既是时间累积效应的体现， 也是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不断扩散的表现。
当然， 五年前常住地为省内的迁移流动人口， 仍然以户籍所在省的省内流动为主。

表 ４　 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与户籍口径的交互分析结果 ％

五年前常住地
户籍口径

本地人口 省内流动 省际流动 合计

省内 ２０００ 年 “五普” ４３. ６６ ５４. ６５ １. ６９ 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１０ 年 “六普” ８７. ４２ １０. １８ ２. ４０ 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２０ 年 “七普” ２８. ３５ ６４. ９４ ６. ７１ １００. ００

省际 ２０００ 年 “五普” １３. ７９ ２. ３５ ８３. ８６ 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１０ 年 “六普” ２２. ７０ １. ２５ ７６. ０５ 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２０ 年 “七普” １７. ２７ ４. ５２ ７８. ２１ １００. ００

　 　 数据来源： ２０００ 年 “五普” 和 ２０１０ 年 “六普” 数据引自周皓的文章［６］ ； ２０２０ 年 “七普” 的结果根据微观原始数据计
算得到。

五年前常住地为省际的迁移流动人口与户籍口径下的省际流动人口之间表现出较强的一

致性， 虽然均为省际流动人口的比例在 ２０２０ 年时相对低了五个百分点， 但比例仍然达到

７８. ２１％。 这也正是三种统计口径的省际流动人口具有较强相关性的原因所在［１３］。 除少量省

际迁移流动人口转换为省内跨县的流动以外， 还有一部分人口转为本地人口， 同样这部分本

地人口包括了返迁人口和户籍迁移人口， 但却无法判断与识别。
同时也可以看到目前普查中五年前常住地的选项设置忽略了县内迁移流动人口。

　 　 三、 重新认识中国人口迁移流动

１. 本文结论

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厘清统计口径， 重新估计三种统计口径之下中国迁移流动人口的总

体比例， 以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整体强度。 通过上述分析与讨论可以得到以下几点

主要结论： 其一， 出生地口径和户籍口径由于时间累积效应而无法表示时期性的迁移流动人

口规模。 其二， 户籍口径下流量与存量流动人口的结构随时间 （在三次普查间的） 变化，
特别是存量人口占比的不断扩大， 说明其具有时间累积效应。 ２０２０ 年 “七普” 中流量省际

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４. ９９％， 相当于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这五年间平均每年新增省际流量

流动人口的比例在 １％左右； 这一比例比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下的省际迁移流动人口比例

（３. ９３％） 还略高一个百分点。 其三， 几次普查数据的分析再次揭示了五年前常住地口径的

“混合样本属性” （既包含迁移、 流动， 还包含着返迁的流动人口和返迁人口等）， 以及其忽

略了在我国人口迁移流动中占据重要地位的 “县内跨乡镇” 的迁移流动。 后者说明五年前

常住地口径为何不能作为对全国迁移流动人口规模估计的标准。
上述分析表明， 三种口径对中国迁移流动人口都存在低估或错误估计的可能。 如出生地

口径由于忽略了县内迁移流动而低估了总量； 户籍口径存在着时间累积效应而不具有时期指

标的特征， 且忽略了户口迁移人口而同样低估了中国的迁移流动人口总量， 虽然它调查得到

的省际流动人口比例比五年前常住地口径的省际迁移流动人口比例更高。 五年前常住地口径

虽然包括了户口迁移人口， 却忽略了县内迁移流动， 从而形成低估问题； 并且五年前常住地

口径下的省际迁移流动人口比例 （３. ９３％） 还低于户籍口径下的流量省际流动人口的比例

（４. ９９％）， 这说明五年前常住地口径存在更大的低估可能性。 通过具体比较这三种口径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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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现， 到目前为止， 仍然没有一种口径能够合适准确地描述中国迁移流动人口的规模与比

例， 这是本文的重要结论之一。
２. 有关讨论

本文讨论统计口径及相应强度与规模的目的是提请注意由统计口径带来的分析结果以及

由此导致的结构性偏差， 一方面希望能够注意到统计口径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中国人口迁

移流动的认识问题， 特别是不同统计口径对应的不同总体强度问题； 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更

准确地估计时期性的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状况。 与此相关的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与讨论。
（１） 解决估计准确性的三个标准。 既然到目前为止， 三种口径事实上都存在低估中国

人口迁移流动的可能， 那么如何解决， 或者如何准确调查与估计中国迁移流动人口的规模或

比例已成为一个急切的问题。 不论是丁金宏提出的通过间接估计方法来估计中国迁移流动人

口的规模［５］， 还是周皓提出的修改普查问卷设计以更准确地调查得到中国迁移流动人口的

规模或比例［６，１０］， 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在不断努力。 但不论哪种方案， 都需要在明确调查对

象、 完备登记信息的基础上［６］ 强调空间范围、 时间性以及中国的社会制度背景这三个标

准。 首先， 既然户籍制度作为背景性的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 笔者认为在考察与估计中

国迁移流动人口规模时必须与之相结合， 并将迁移流动人口按照户籍登记地分为迁移人口与

流动人口两类。 这既是中国特色的体现， 也是现实与学术研究充分结合的表现， 也能符合国

际比较要求。 其次， 时间性即时期指标， 意指迁移流动人口的估计应该是尽量排除了时间累

积效应的时期指标， 哪怕是五年期间的迁移流动人口总规模也是可以接受的。 再次， 调查或

估计的空间范围应该是全覆盖的， 即包括县内跨乡镇街道的 （除市内人户分离人口以外）、
省内县际和省际这三类迁移流动人口。 坚持这三个原则是准确估计时期性中国人口迁移流动

情况的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看， 目前的五年前常住地口径并不适合作为中国迁移流动人口总

规模估计的统计口径， 尽管它具有国际可比性。 因此， 本文建议普查设计中， 五年前常住地

口径加入县内部分， 以便从空间角度满足对总量估计的要求； 坚持户籍口径， 加入 “最近

一次迁移” 的时间与地点以满足登记信息的完备性［６］。
（２） 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发展与转变。 近年来人口转变已成为人口学研究中重要的研

究内容之一， 特别是人口生育转变问题。 但对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转变问题， 除刘金菊、 陈

卫利用大型社会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与讨论以外［１４］， 尚未见有更好的研究。 严善平在综合利

用多次人口普查与小普查数据分析后认为 “２０１５ 年为跨省迁移的拐点， 此前的增加趋势随

后出现了逆转” ［４］， 这一论断是否为真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讨论与深入考察。 一方面， ２０１５ 年

小普查数据可能会由于抽样问题而导致低估。 最好的例证是 ２０１５ 年小普查的年龄别流动率

并未处于 ２０１０ 年 “六普” 和 ２０２０ 年 “七普” 两条年龄别流动率曲线之间， 相反与 ２００５ 年

小普查的年龄别流动率相接近［１０］。 另一方面， 上述分析表明户籍口径下的流量省际流动人

口规模在近五年中仍然持续增长， 尚未到达拐点。 更何况， 人口转变研究中通常以 “率”
的转变为基础， 而非总量的概念。 因此， 本文认为省际人口流动是否出现了逆转尚需要进一

步严谨的分析与讨论。
更重要的是， 随着中国人口结构 （包括分城乡） 的不断变化， 特别是多年以来中国人

口生育水平处于相对较低状态， 总人口呈现出少子化、 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这种结构趋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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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响到流动人口年龄结构和总规模、 总比例的变化。 简单地看， 迁移流动最为活跃的 ２０
岁左右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尽管在持续提高， 但由于总人口中 ２０ 岁左右人口的规模急剧下

降， 从而导致相应的迁移流动人口规模下降。 假设以 ２０２０ 年 “七普” 时的年龄别流动率为

标准流动率， 如果按照 ２０００ 年 “五普” 时的总人口年龄结构， 那么 ２０２０ 年 “七普” 时的

“预期” 流动人口总规模达 ４. １８３ 亿人， 比 ２０２０ 年实际的全国流动人口规模 ３. ７５８ 亿人要多

出 ４２４６ 万人； 如果按照 ２０１０ 年 “六普” 时的总人口年龄结构， 那么， ２０２０ 年 “七普” 时

的 “预期” 流动人口总规模应为 ４. １２６５ 亿人， 比实际人口规模多 ３６８３ 万人 （注： 根据

２０２０ 年 “七普” 年龄别流动率和总人口数、 ２０００ 年 “五普” 与 ２０１０ 年 “六普” 总人口年

龄结构估算得到）。 由此可以说明， 即便自 ２０１５ 年以来中国迁移流动人口总规模开始下降，
但这种下降并不一定是真正源自其内在的迁移流动率的下降， 而是在于总人口年龄结构的

改变。
正因如此， 中国的人口迁移流动是否处于转变过程， 是否与人口转变理论相对应， 还是

中国人口迁移流动在规模增加的同时， 内部结构也在经历变化 （如朱宇等提出的以城城流

动为主［１５］） 的过程， 仍需更进一步地深入分析与讨论， 并利用实际数据来予以检验与支持。
（３） 其他相关问题。 严善平的文章［４］ 中还有几处值得商榷或讨论的地方： ①中国的人

口迁移流动方向是空间集聚还是多极分散问题。 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方向并非是多极分散趋

势， 而是 “多中心” 的集中趋势； 而且从出生地角度考察的终身迁移， 其方向仍然是 “三
大一副”； 空间分布趋势表现为迁出呈普遍提高和地域的漫延式扩散化、 迁入呈集聚中扩

散， 即空间集聚过程并不相同， 同时亦存在空间邻近性［９］。 ②总和迁移率的计算问题。 总

和生育率是按照年龄别生育率的总和来计算的， 而年龄别迁移率事实上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

迁移率， 特别是对迁入率而言， 至多只能算是比例而已， 因为年龄别迁入率的分母并不是通

常意义下的平均生存人年数。 事实上， 不论是哪种口径 （包括五年前常住地口径）， 在利用

普查数据时都很难计算严格意义上的年龄别流动率 （其复杂性不在于五岁年龄组的平均，
而在于年龄别死亡人口及平均生存人年数的估算）。 ③罗杰斯模型对中国现实的适用性问

题。 尽管中国数据中劳动年龄段的拟合似乎接近于罗杰斯模型， 但其所对应的研究对象应该

是流量流动人口 （或者至少是时期性的五年前常住地口径下的迁移流动人口）， 而并不能使

用具有时间累积效应的流动人口来计算年龄别流动率； 同时， 中国流量流动人口的年龄别流

动率模式完全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年龄别迁移率模式［１０］， 特别是在少儿段和老年段。 因此，
我们仍然认为罗杰斯模型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情境， 至多也只是一种分析思路。

基于上述讨论， 本文认为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研究仍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从对人口迁移

流动的认识来看， 需要清楚地认识各种统计口径及其可能存在的问题， 如此才有可能正确地

认识与理解中国的人口迁移流动； 从研究目标来看， 需要针对具体研究问题选择合适的研究

样本， 如此才有可能真正地进行因果关系推断， 进而真正理解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成因、 过

程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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